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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出現行為問題時，誰該負責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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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鈴……鈴……鈴……」小明媽媽接起手機，手機那頭傳來女性的聲音：「您好，

這裡是○○國小，我是小明的班導師，請問是小明的媽媽嗎？」小明媽媽壓低聲音的說

著：「我就是，老師有什麼事嗎？我現在上班中，可以長話短說嗎？」電話那頭的班導

停頓了三秒鐘接著說：「是這樣的，小明被同學指控偷別人的錢包，後來和其他同學打

了起來，現在要麻煩您來學校一趟。」 

小明的媽媽趕到學校，聽完班導師解釋衝突發生的過程後，回應一句教師常聽見的

質疑：「老師，我們家小明平常在家都很乖，怎麼來到學校就變了樣？他是不是在學校

交到壞朋友？」 

壹、學生在學校犯錯時，誰該負責
 

學生在學校犯錯時，家長除了頭痛之外，也不禁會疑問：「為什麼孩子的行為在學

校與家庭間會出現這麼大的差異？」想到最終都會歸因於「交到壞朋友」、「別人帶壞

他」。但除了壞朋友這個選項外，還有更值得思考的問題，儘管家長自認了解自己的孩

子，但隨著孩子在學校的時間只會越多，家長也越難掌握孩子在學校的一舉一動，了解

孩子「在家」是什麼樣子，但是了解孩子在「學校」的樣貌嗎？當孩子犯錯時，有些家

長會將責任都推給學校，但其實孩子犯錯時，父母和學校都應該負責。在 Bronfenbrenner

（1977）生態系統理論中強調：兒童及青少年的成長發展是受生物因素及環境因素交互

影響。生物因素是自然生態環境，環境因素則由兒童的生活環境推廣至外在的世界環

境，這些環境可分為四層：微觀系統（家庭、學校）、中介系統（家庭、學校、社區之

間的聯繫與相互關係）、外在系統（兒童未直接參與，但影響兒童及青少年成長的因素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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宏觀系統（文化、政治）。Bronfenbrenner（1979）生態系統理論強調人與環境是一個無

法切割的整體，每個人的發展都受到這四個系統的影響。生態學理論表明，當中介系統

內部或父母與教育者之間存在脫節時，兒童可能會遇到困難。 

貳、親師溝通是必要的
 

許錦雲（1997）、Clark（1999）認為親師關係是奠基於親師良好的交流，為平時就

要建立的互信基礎，孩子在學校有行為問題時，責任共同分擔是很重要的，家庭與學校

穩定的信任與溝通，而不是發生問題才想要藉由溝通來化解問題。教育的工作是家庭、

學校、學生之間的合作事業（王淑俐，1995）。而在臺灣，講到親師合作溝通不外乎就

是聯絡簿、給家長的一封信、親師座談會、電話訪問等。而 2017 年的每日頭條中也提

醒家長與教師溝通，勿說這三句話：「我家孩子麻煩您多多費費心」、「孩子交給您了，

您該說就說，打也行」、「好，我知道了，謝謝老師」。這正好顯示親師需要的是有意義

的溝通，如果家長將教育孩子的責任全部移交教師，即使教師想協助孩子，時間長了也

會力不從心，唯有親師共同合作才是真正能幫助孩子。而近年許多家長漸漸意識到參與

小孩教育的重要性，因而找回以往家長應該扮演的角色，學校也樂於面對這些改變，家

長開始以各種形式融入學校，如：愛心媽媽以支援者的角色進入教育現場給予支援、學

生家長們組成社團共同討論彼此的想法與建議（許舜為，2015）。 

參、學校家庭夥伴關係（SFP）減少學生問題行為 

隨著社會轉型，國外教育更是重視學校家庭夥伴關係對於學生的影響。「學校─家

庭夥伴關係」SFP一詞的特徵是一種關係，包括家庭和教育者雙方有意義的溝通和積極

參與，從而促成雙方之間的真正合作（Epstein, 1995; Sheridan, Rispoli和 Holmes, 2013）。

在 SFPS中，家庭和教育者共同承擔著教育兒童的責任，並且關於兒童的決定是聯合制

定的（Epstein，1995）。 

如同 Family Check Up計畫則包含許多學校家庭夥伴關係（SFP）的元素，家庭檢

查（FCU）是一個簡短的、基於優勢的干預模型，適用於2至17歲的兒童。旨在利用支

持積極育兒的各種材料和服務促進家庭參與。其目的是減少兒童的問題行為、提高學生

的技能和家庭互動並增加家庭與學校的關係。FCU干預包括三個階段：一、初次面談。

二、家庭的生態評估。三、反饋家長會議。每個階段均由家長顧問指導並與家人進行合

作。在初次面談的過程中，顧問會與家人建立融洽的關係，並完成一般或獨特的需求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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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，以了解最合適的服務。家庭生態評估包括一次家訪，可直接觀察家庭的互動和調整，

評估兒童在各種情況下（例如：學校和家庭）的適應能力。在第三階段，向家庭提供有

關家庭優勢、做法和行為的反饋。在此階段中，家庭可以連結服務和資源。最後，父母

選擇繼續建議，其中可能包括簡短干預、家庭治療或基於學校的計劃等服務。而父母也

可以參加「日常育兒」課程，學習如何加強育兒技能，了解有關這些技能的更多資訊。

FCU有效性的試驗中，研究結果表示 FCU有效地增加積極育兒的能力，並減少家庭衝

突、兒童問題行為、不良同儕關係和藥物濫用的問題。（Dishion, 2008; Van Ryzin; 

Stormshak; Dishion, 2012）。FCU 計畫亦改善青少年的自我管理、學校參與和出缺勤

（Stormshak, 2009, 2010）。 

肆、家長、教師攜手合作將教育發揮最大效力
 

當家長被通知孩子在學校犯錯時，父母總是憂心如焚，恨不得立刻衝到學校問個究

竟，殊不知有時候教師也是茫無頭緒，如果此時父母和教師之間還非得理出個責任歸屬

於誰，那不只對於整件事情沒有幫助，對孩子更毫無益處。少數不講理的家長往往「贏

了面子，輸了裡子」，後遺症則為家長無法得知的，原本老師的出發點大多以關愛孩子

之名，並且出於主動，但事件後心中已有疙瘩，可能再也無法像從前對該孩子關愛如初，

親師溝通不良往往會造成兩敗俱傷的局面，其中傷害最大的往往也是最無辜的孩子（伍

邵玄，2018）。 

在親師溝通中，難免有所摩擦，而此時「同理心」就顯得格外重要，須明白家長有

其緊張與無助，教師也有自身無可奈何。在親師溝通中，教師必須善用傾聽的技巧，先

讓家長說明想法後，再運用三明治溝通法、訊息等方法和家長進行溝通，減少衝突的情

境產生。在教育孩子這條路上，家長和老師是合夥人，應攜手同心。沒有完美的家長和

完美的老師，老師和家長就是孩子成長旅途上最重要的左右手，缺一不可（元老師，

2019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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